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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41年至1948年在开封两禾中学、嵩阳中学读完中学，195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被聘任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湘潭大学、海南大学兼职教授。历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诉讼法学会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公证员协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顾问网站高级法律顾问等职。从1978年至1999年，先后应邀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杭州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法学院系讲授民法和民事诉讼法；1986年至今，应邀为香港树仁学院、日本京都立命馆、香港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讲学。 
江伟教授曾参与和正在参与民事诉讼法和国家多部法律的起草、论证工作。1979年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诉法起草小组成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1990年民事诉讼法典修订时，他再次作为民诉法起草小组成员，参与起草了现行民事诉讼法。1994年被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聘为破产法起草顾问，参加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1999年参与并主持了《民事证据法》和《强制执行法》专家意见稿的起草工作。此外，还参与了《仲裁法》、《公证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票据法》、《公司法》等法律的起草论证工作。 
江伟教授长期致力于民事法学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其研究领域主要为民事诉讼法、破产法、公证法、仲裁法、人民调解制度。在教学与研究中，他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著有《民事诉讼法学》等，合著《民事诉讼法通论》（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民事诉讼法原理》，主编教育部14门核心教材之一《民事诉讼法》，司法部统编教材《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民事诉讼法新编》、《公证法学》、《人民调解学概论》、《证据法学》、《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法学教材《民事诉讼法》等。各类专著教材共约20余部。此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现代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代表作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问题》、《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等。
期待民事诉讼法全面系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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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6月29日结束，颁行16年之久的民事诉讼法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正式的立法修订，这一修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方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民事诉讼法为颁行时间最久而未正式修订过。其实此前司法实践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者补充一直大量存在，其中很多司法解释已突破自身界限而具有立法的性质。这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依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修改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因此，此次立法机关以修正案的形式修订民事诉讼法彰显着法治的进步，能够避免司法解释“立法”的任意性与随意性。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审议的一个亮点就是希望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缓解“申诉难”、“执行难”等长期存在的顽疾。根据提案人大代表以及立法机关官员的说明，本次修订的背景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特别是广大群众对民事诉讼中申诉难、执行难反映强烈”。

但笔者认为，“申诉难”、“执行难”确为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但“立案难”、“打官司难”、“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也同样突出，目前民事审判领域最根本的问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的问题，“申诉难”与“执行难”仅仅是民事诉讼问题的外在表象之部分，为解决这两个难题出台的修正案不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现行民事诉讼法已经颁行16年，16年前，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在这样背景下的立法其滞后、缺陷自然不可避免，在民事诉讼法诸方面的具体制度已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与不适应性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两个修正案能否解决民事诉讼法的整体问题。

此次立法机关拟对一个颁行16年的法律用两个修正案修订，虽然从法治的角度而言令人欢欣鼓舞，但总体言之，仍然属于局部的删改与补贴，这种补丁式的立法显然并不能满足社会对民事诉讼法的客观要求，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诉讼理念，而且也会加重民事诉讼法典的“破碎”感。同时囿于现行法框架与内容的限制，修正案自身也必然会存在局限性，而且修正案与现行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之间如何协调一致也是修正案所无法解决的。因之，这种零敲碎打式的修法思路至少是不适合于一部16年未修订过的法律的。以申诉难为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若不解决为何民事案件申诉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而单纯解决申诉难(且不言能否真正解决申诉难)，将难以收到应有效果。

民事诉讼法颁行的16年间，为了使民事诉讼法适应已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人民法院围绕证据制度、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再审程序以及执行制度等的司法改革经验已经触及到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各个方面，民事诉讼法已经为各种各样的司法解释所取代，诸多司法解释的合理性、科学性与公正性颇值质疑，如举证时限规则、证明力规则、关于立案受理的规定等等。一两个修正案也显然并不能解决这些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而必须经由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予以解决。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不仅可以梳理现行司法解释，摒弃与现代诉讼理念不相契合的规则，将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规则上升为法律，而且可以避免出现立法的不完备而采取司法解释或者若干修正案的形式进行修修补补，避免法律的支离破碎或者使法律成为纸上的条文，避免以司法解释替代法律。

从具体的法律修改来看，笔者认为，对于再审程序与执行程序需要区别对待。再审程序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民事诉讼法的其他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将再审程序的完善纳入到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中。关于执行程序，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二者统属于民事诉讼法，因此，无论强制执行法是单独立法还是包含于民事诉讼法之中，在理论上均可自圆其说。世界各国大多采取单行立法的形式，而我国其单行立法的呼声一直很高，强制执行法此前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因此，笔者建议对强制执行程序予以单独立法。

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已经完成第一次审议，笔者期待在接下来的审议中能够完善草案并立即着手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尽快制定一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诉讼法典。笔者以为，一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事诉讼法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理念：一是要反映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二是要实现民事诉讼法的本土化，不能盲目移植；三是要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备化与简易化、大众化，在完备民事诉讼规则的同时应当尽量避免程序的过于繁琐、晦涩难懂，使民事诉讼法更易为人民所了解、接受；四是要实现民事诉讼法的社会化，要保障社会大众平等接近法院的机会，使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够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五是实现民事诉讼法的科技化，在民事诉讼法中充分体现现代科技的发展，利用现代科技使民事诉讼更加经济与便捷；六是兼顾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全面修订时，应当保持民事诉讼法的稳定性与民事司法的相对连续性，修法宜在原有框架基础上，原有的合理规则包括司法解释宜保留，避免法律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总之，我国全面修订民事诉讼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从完善民事法治的角度而言，应当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制定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典，使民事诉讼制度更便民、近民、为民，更有利于保护人民的实体权利进而提升民事审判的公正度与权威度。
